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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摘要：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基金的管理实践已有30余年，目前在流程管理理念以及管理各阶段权利和义务分配等方面尚存在待优化之处。为探索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在新时期的管理理念创新路径，以国际上类似我国联合基金的管理模式为考察对象，如美国的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合作研究中心和奥地利的卓越技术能力中心等，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管理经验：在组织架构上强调以公司化或者研究中心方式运作；在流程管理上强调制度创新，重视规范依据与沟通机制作用；在成果分享上强调科研与商业化并重。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管理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同时，可以借鉴他国有益制度推进树立精准化管理观念，以联合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为抓手，进一步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构建出符合我国联合基金管理属性的系统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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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int Funds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as been runn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re are still some aspects to be optimized in terms of the process management ideas and distributions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t various management stages. In order to explore innovative management path in new period, this paper takes similar international joint funds, such a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 in Australia, and Competence Centers for Excellent Technologies in Austria, as objects of investigation to gain follow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se objects emphasize the operation of corporations or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process management, they emphasize the process system innovation, the normative basis of manag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bot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mmercialization are emphasized in sharing results.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management of the joint fund of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beneficial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precise management, further clarify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by t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joint fund manage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finally construct a systematic rule in line with the attributes of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joint fund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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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高度依赖于中央财政是全球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为此，美国于1984年出台《国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直接通过法案来推动基础研究在企业、高校、联邦实验室以及政府之间的联合开展，以应对基础科研投入过于单一的难题。为解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与地方政府、科研和行业部门及企业开展联合资助工作，开始了对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探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基金”）是我国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地方和社会力量参与科研创新的基金资助方式。2001年，基金委印发了第一份关于联合资助工作的独立文件——《关于联合资助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就联合资助的条件、联合资助方的确认以及项目评审、经费和成果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2015年，基金委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采用更具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形态，将联合基金纳入基金委工作的整体规划和统筹管理。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面深化改革，基金委印发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联合基金的相关管理制度，以推进形成具有更高资助效能的新时代联合基金资助体系。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金委与各部门、地方政府以及企业面向不同目标和需求签订了联合基金，为带动区域合作创新与人才培养，在解决我国航空、高铁和钢铁等重点行业的关键难题，解决企业技术瓶颈并推动企业持续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关于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引导企业和进入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的重要指示，基金委正持续推动新时期联合基金的深化改革，目前形成了全国多个省（区、市）参与的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多家企业加入的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及与多个行业部门设立的联合基金[2]。
研究表明，近些年来，联合基金的管理模式在规范供给与实践补足下取得了很大进展[3]。如在制度设计方面，联合基金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管理规范；在实践发展方面，联合基金在数次改革中已经形成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与企业、区域以及行业等类型的管理委员会并行的管理机制；在管理流程方面，联合基金也已形成通过以指南论证会、联席工作会、会议评审会、管委会会议、项目审批与实施管理会议为载体，对从议题提出到项目管理阶段进行全过程流程管理的运营机制。尽管联合基金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流程管理的理念与流程管理中各阶段的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等情形。为此，本研究在回顾我国联合基金发展的既有经验基础上，借鉴国外类似的基金管理经验，探索我国联合基金管理的理念创新，推进发展联合基金，并提出相应的流程管理建议。
2  经验与不足：我国联合基金管理流程之鸟瞰
联合基金是指由基金委与联合资助方共同提供资金，在商定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同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4]。较之于其他科研基金项目，联合基金具有资源投入多元机制的特点，能够引导与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及个人等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5]；同时，联合基金在议题上关注关键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新兴前沿交叉问题，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统筹管理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业及重要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我国的联合基金管理从探索多部门开展联合资助之时起算，经过了30来年的实践，目前联合基金规模已得到快速发展，尤其伴随2018年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改革，联合基金项目在资金来源、投入体量、类型结构、经费配比等方面都获得纵深调整。截至2021年年底，在联合基金的总资助经费中，基金委外资金投入115.59亿元，基金委投入36.235亿元，累计投入总经费为151.825亿元，其中联合出资方投资总额已占资助总额近76.13%（见表1）。
表1  至2021年联合基金资助投入情况     单位：亿元
	联合基金类型
	联合出资方投入
	基金委投入
	总投入

	科研行业类
	21.500
	6.600
	28.100

	企业联合类
	20.540
	5.135
	25.675

	地方政府类
	73.550
	24.500
	98.050

	合计
	115.590
	36.235
	151.825








联合基金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其管理组织与管理流程的优化。为进一步分析总结联合基金发展的有益经验，有必要从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与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对联合基金的整体管理流程进行剖析。
其一，联合基金的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联合基金采取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与联合基金管理委员会并行双层的管理机制。其中，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隶属于基金委，负责联合基金指南议题论证、协助处理项目申请与评审以及组织项目的中后期管理等；而联合基金管理委会员由联合基金各出资相关方共同组成，负责组织协调不同类型联合基金项目指南论证、联席工作会议、会议评审、管委会会议、项目审批及项目实施管理等相关工作。
其二，联合基金管理流程规则应兼具特殊性与一般性。从项目申请者的角度，可以将联合基金的流程管理分为项目申请、项目评审、项目后期管理以及研究成果转化；从联合出资方管理的角度，可以分为项目指南管理、项目申请与评审管理、项目实施管理以及项目成果贯通管理等。联合基金项目与其他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流程管理的共同点在于评审程序的一致性，即采用相同的通信评审与会议评审程序，保证联合基金项目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以及都分别在议题指南凝练阶段与项目实施管理阶段纳入协商程序，保证联合基金的开放性与联合性。联合基金管理需要强调共性和特殊性，强调共性在于保证联合基金的身份属性，强调特殊性在于强调联合基金的功能属性。联合基金在性质上并非因投资人的参与而改变，《管理办法》第六条对此明确表述为“联合基金项目的资金使用与管理，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基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联合基金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对共性的遵守，同时也在项目的流程管理诸多阶段将其他联合出资方纳入其中，保证联合基金的功能实现。
其三，联合基金各方的主要权利清单相对清晰。联合基金的管理程序良好运行是以联合各的方权利与义务明确设定为前提。根据《管理办法》，在工作方针和运营实践上，基金委和联合基金委外出资方在流程管理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权限分配，明确的权利设定可以保证各参与方进入管理程序的运行界限，促进联合基金管理程序的优化。
然而，联合基金管理还尚有一些可优化之处。比如在指南形成阶段，不同主体就指南的科学性、实用性与拓展性之间的平衡存有争论。联合基金的特殊性在于不同出资方共同参与联合基金的设立之中，但根据调研可知，不同性质的出资方对于联合基金议题目的认知也往往不尽相同。联合基金带动了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6]，但企业联合基金的议题在关注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在关注联合基金议题的实用性；而区域联合基金除了关注议题的基础研究作用外，还关注人才的培养实际用途。另外，在项目管理阶段，联合出资方与项目承担者存有沟通渠道过窄之争议；在成果贯通阶段，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的收益同样也在积极探索之中。
3  借鉴与对照：国外类似联合基金流程监管之经验
联合基金作为一种创新实践，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政府作为单一委托方的科学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合作投资模式。这种具有合作投资色彩的多元投入方式并非我国独有，世界其他各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推进，以助推科研发展。国外虽未冠以联合基金的名义进行科研资助，但也有类似的形式进行参与，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陆续创设的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IUCRC）、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ERC）等一系列科研计划，澳大利亚的合作研究中心（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 CRC）计划以及德国在2005年推出的鼓励高科技企业进行科研创新的高科技创业基金（High-Tech Gründerfonds，HTGF）等。为进一步参考国外类似公私合作的科技促进基金的管理模式，本研究以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等国家为参考对象，以组织架构、流程管理的诸多阶段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体系为基准点进行对比分析。
3.1  组织架构：公司化与研究中心并行
[bookmark: OLE_LINK95]澳大利亚从1990年起开始实施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其出台背景是1988年澳大利亚国内呼吁增加产业界、研究人员以及终端使用者之间的合作研究。CRC主要定位是面向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针对需要长期合作努力来解决的重大挑战，以促进产学研结合为宗旨，以支持建立和扶持新兴产业为目的，支持终端用户驱动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政府牵头来鼓励、引导产业和学术界的研究资源投入，也承担了培养以产业发展方向所需人才的任务。为此，CRC资助一般根据时间分为两种，其一是中长期的行业主导的合作，最长可达10年；其二是资助短期的行业主导的合作研究，最长可达3年[7]。CRC的管理架构分为两层：一层为CRC之外的行政管理；一层为CRC内部的运营管理。行政管理主体是由澳大利亚的联邦教研部长以及CRC咨询委员会，教研部长负责对申请参与CRC计划的申请者进行确认，并对资助年费与年限等作出最终决策，澳大利亚创新与科学委员会及CRC咨询委员会为CRC方案提供战略监督。根据相关要求，每一个申请成为CRC的主体必须要以公司化形式进行运营。其在性质上属于非盈利化法人实体，在法律上也就成为一个独立承担责任的法律实体；同时，其在归属上既不隶属于参与者，也不隶属于政府单位。CRC主体内部运行一般由理事会、各事务部门以及研究项目共同构成。CRC理事会每年一般由5～8人构成，每年开4～5次会议，负责向中心提供相应的战略意见、监督中心的财务以及评估CRC的整体运行[8]。CRC不仅贡献于学术研究，同时也着力于人才培养与商业服务，故此，理事长一般下辖教育事务主管、商业化事务主管、成果利用事务主管以及财务主管等。
与之相类似的有奥地利。奥地利为了解决科研成果难以进入企业的问题，自1990年推出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计划，在1998年进一步开始实施能力中心计划，后于2006年发展为卓越技术能力中心（Competence Centers for Excellent Technologies，COMET），采用联邦和省政府共同出资的运行方式。一般而言，COMET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组织而存在，以公司化方式进行运行。其次，COMET通过优先考虑包括科学和工业伙伴的平衡组合，平衡所有权的结构，而不会让单一所有者进行支配。而保证这个平衡结构的关键在于设立一个独立的管理层，该管理层以追求COMET设立的目标和利益为目的，并负责整个中心商业运作以及科学管理。
与澳大利亚、奥地利等运行模式不同，美国NSF陆续创设了IUCRC、工程研究中心等一系列旨在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计划。IUCRC计划无疑是其中的翘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计划开始于1973年，初衷是为了在产业界、学术界、政府部门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消除学术和工程应用之间的差异，至今已运行逾40年，仍呈现出锐意进取的发展势头。其组织构架亦有其自身之特点：其一，为产学研合作中心的运作提供中心会员协议，形成合作的基本框架；其二，是大学中半自主的研究实体，资源来源于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大学实体自身，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一般从大学管理者中遴选，主要负责对产学研赞助者进行选择、对具体研究项目进行评选以及负责研究中心的日常运作；其三，注重外部机构对合作中心参与管理，一般会设立产业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咨询委员会等。
3.2  管理结构：流程分类各具风格
对国外类似于我国联合基金的科研基金管理经验，同样可以从议题指南、流程管理方式、项目评估以及基金收益等方式进行观察。国外的相关经验管理特征具有以下4点： 
[bookmark: OLE_LINK170]（1）重视议题内项目的延续与更新。就不同基金或者研究中心的计划，议题或者类似于指南的形成有着鲜明的特点，通常重视项目及其机构的延续与更新。就机构而言，以ERC为例，第一代ERC存续于1985－1990年间，它鼓励学术机构将教育重点放在制造和商业设计上，共建立了18个中心；第二代ERC从1994年一直持续到2006年，共建立了约 22个中心，专注于制造效率[8]。与第一代 ERC不同，第二代鼓励与多所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专注于培养大学预科、工程专业的学生。第三代ERC始于2008年，为应对学生对科学和工程的兴趣下降和日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创新的兴趣，统一不同的工程管道（即国内和国际机构、学术和商业机构），并特别关注纳米技术[9]。每一代的机构会随着时代的需求进行自我更正与调整，体现出IUCRC中各个项目的可持续性与长远性。但在法律框架的设计上，IUCRC并未对加盟伙伴的退出通过法律规则予以限制，反而设定了“自由离场”（being free to leave）的原则。一般而言，根据规定，联合资助方只要在撤资前的3个月履行通知义务，便可充分享有进出的自由。此外，IUCRC就议题的设立设置专门的机构，如战略委员会等提供咨询服务，研究的议题从纯粹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研究皆有，具体议题的制定会随不同机构设立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
（2）重视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总体上，在评审方面往往规则先行。在项目的遴选阶段，评审专家即被要求依据具体的评审规则审慎行使裁量权，评审专家们不仅要对研究计划在技术层面的创新点进行检视，还应从其能否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成果能否以合理标尺被有效评估等方面进行审查。为了避免评审专家过大的自由形成权限，NSF在2013年修订的文件中为评审专家提供了一系列更为细化的指标。例如，为深入分析研究计划的创新性，评审专家需要追问该研究计划在何种程度上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甚至是革命性的崭新概念，该研究能否推进所属学科领域对于有关知识的进一步理解等。在现有机制之外，部分国家也在探索外包管理服务体系，如德国引入专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行使科研管理、评估职能的举措显然走在了前头，在制度上进行了重大创新；同时，为了对专业化中介机构在履职过程中的自由形成空间进行管制，德国政府也注意引进第三方对中介机构的履职情况进行管理与评价。
（3）重视流程化管理过程中的合同合规化管理与分级分类管理。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对于多种投入的科研机制依赖于合同，即基于两项合同的依法管理机制。CRC需要签署两份合同，包括与联邦政府签署的“联邦合同”和与参与单位签署的“参与合同”。“联邦合同”一般涉及两类条款，一类是与研究项目有关，主要包括研究计划、合理的项目预期、参与单位及成员等；另一类是与中心内部管理和研究管理有关，主要包括项目的运行需遵守当地的法律和国际通行的规则，遵守研究项目的保密性规定以及一些违约条款。而“参与合同”规定了详细的权利与义务，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归属、参与单位的出资明细、成果商业化的措施等。如奥地利为了有效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研项目的管理，实行了项目分类制计划，具体根据不同的项目目标（高质量、未来市场以及国际化程度）进行K、K1、K2隶属分类。其中，K项目为规模较小的中期研究活动；K1项目是关注科技长期发展、科学成果商业转化的中长期项目；K2项目的定位则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高端研究。在不同的分类机制下，进一步明确COMET支持的研究数量、公共资助额度、年度资助额度、学术伙伴条件以及企业成员条件，并且会形成不同的评估要求。
（4）在沟通机制上强调制度性作用。以IUCRC管理为例，该系统在行政管理系统之外会成立产业咨询委员会、学术咨询委员会。产业咨询委员会一般是由成员公司组成，以此表达产业赞助者或者产业界的意见与看法；学术咨询委员会一般由学术专家等构成，借此表达学术界的意见。通过外部委员会的方式协同不同参与者的决策，并借助其他战略委员会进一步规划研究项目与筛选规则。
3.3  成果共享：科研与商业化并重
国外类似联合基金不仅关注知识产权收益共享，也在重视人才培养与交流等。就知识产权而言，以IUCRC为例，大学一般占有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发明专利，但参与联盟的公司可以获得相应的免税以及非独占性许可权等。收益不仅仅体现为知识产权，也反映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比如。CRC的人才培养机制以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导向，希望通过加强和企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推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由于CRC无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要求其至少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研究伙伴，以满足研究人才培养的需要。另外，为了激励不同投资者进一步加入相应的基金计划，不同的参与者根据其参与年限、投资数额往往也会设定不同的知识产权使用机制。此外，国外相关研究中心或者实体也在关注自身的商业化推广，在组织架构中会成立相应的产学研商业化推广组织，以提升产业与产业的紧密关联度，同时通过议题或者研究项目进行创新活动，部分研究会以产业的前竞争性或者通用性为议题。
4  思考与融合：我国联合基金管理模式之制度讨论
以多元投入为特征的科研基金运行和管理模式在国内外各有其特点，为此需进一步厘清二者内部的逻辑，并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来助力于我国联合基金管理。二者共性在于公私协作，关注科研领域的基础研究、评审的公信度以及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等。二者在管理上的重要区别在于组织架构与管理流程制度。首先，在组织架构方面，国外的经验是设立相应的科研中心或者法律实体进行运作，通过推进各种形式的项目，同时建立不同的咨询委员会或者职能机构进行人才培养、商业运作等；而我国目前的联合基金运作是在基金委主导下，联合各出资方对基础研究领域诸多重要议题进行资助与研究，既整合不同社会领域的资源，也关切产学研体系中重大而有意义的科研问题。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我国联合基金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项目运行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也可以持续扩大联合基金运行的规模，高效吸纳更多社会参与者的加入，以应对需要不断投入资源的基础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联合基金组织运营的负担。其次，在管理流程方面，既有的国外联合基金管理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较好的经验，强调分级分类管理应对项目的特殊性，也有利于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比如采纳项目分类机制、服务外包方案等；同时也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机制建设，比如设立各类委员会的沟通机制等。我国在联合管理流程设置上呈现的是线性特征，从指南设计到项目管理阶段强调彼此的衔接，促进项目自身的有效运作；与此同时，在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分配时，采用“松两头、抓中间”的方案，即在制度时上强调在指南设计与项目管理环节的合作性，在项目评审环节强调适用已形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机制，保证项目管理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国内外联合基金管理的方案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互鉴。为此，推进我国联合基金的有效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鉴国外类似基金发展的管理经验，但前提是那些经验符合我国基金管理发展的“土壤”。如果按照我国既有的联合基金流程管理模式继续推进，需要解决如何进一步协调不同主体沟通的机制，以及如何进一步确定不同主体的权属等问题。国外类似联合基金管理的诸多制度创新往往在于通过规则机制确立不同主体的权限，比如合同管理结构确立出资方与项目承担方等的关系，通过规则设立建立恰当的沟通渠道，协调不同主体的诉求，以降低整个组织制度的运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以上对我国联合基金管理的调研结果表明，既有的联合基金运行还存有不同主体沟通渠道供给不足、不同主体权属未必明确等问题，而国外的基金发展从学理阐释时要求制度设置要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整个基金的运行，为此，优化我国联合基金整体流程化管理时，可以将这一思路贯穿入其中，以提高整体运行效率。以委员会沟通机制为例，这种沟通机制的设立往往被认为可以降低管理的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10]。交易成本理论一般是指在组织运行时会不可避免产生3项成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以及执行成本[11]。联合基金管理领域，这3个成本包括加入这一制度的申请成本、获得项目资助的谈判过程的成本以及监督项目实施的成本等。如澳大利亚的CRC组织中，集中化的信息结构是必需的，因为单个行动者不可能考虑到所涉及的所有不确定性，为此需要一个集中的机制协调应对，但这势必会造成相应的信息成本，因此需要关注信息的分离与信息使用机制、不对称信息与信息失真以及决策时个人信息过载等问题，为此，CRC等组织在运行时非常关注是否可以拥有较为适宜的组织形式以及运行流程来防止自身结构框架僵化。由此可以解释为何CRC愿意聘用外部职业经理人并采用商业化方式进行运作，也可以解释德国等开始采用服务外包等方式进行管理。同时，可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进一步讨论为何合同制管理方式在多元投入的基金运行机制中如此重要。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逻辑，明确的权属往往有助于资源最佳配置，因此明确不同出资者、项目承担者以及相应配套的管理者相应的权属可以促进项目有效运行、降低不同阶段的沟通成本。此外，国外管理中的制度创新在关注效率与沟通之时也常常会淡化科研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出资主体权益之争，但又同时进一步将科研基金运作诸多相关环节纳入监管，以促进科研创新。比如德国在科研管理制度中积极引入科研计划管理的外包与全流程管理机制等；再如澳大利亚通过更为详细的合同约定为管理构架，对这种多元合作的基金进行管理。
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国外类似联合基金的管理经验与制度设置总体而言相对淡化主体的权益争论，关注流程管理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分配，同时积极关注基金运行中的沟通问题及其回应机制。这其实也正暗合了我国联合基金管理中所力图实践的精准化管理理念。精准化管理产生于后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主要应对的精细化以及传统公共管理所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问题，着眼目标既在管理者自身，也有在整个管理所涉及对象形成的场域。相对于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企业化管理理论所代表的管理而言，精准化的管理特点在于：其一，以问题与需求为靶向的积极性主动管理；其二，重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注政府、公共组织以及个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强调管理有序与机制整合；其三，在治理工具上不仅有法律法规、制度管制等，也积极引入合约信用、自治规则等。考虑到我国联合基金流程管理的架构，精准化管理的特质与我国正在不断成熟的联合基金管理无疑有着内在契合性。我国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改革原则是建立统一机制、鼓励多元投入、统筹经费使用、坚持开放合作、注重需求导向、分类统筹管理、强化监督评估，进一步分类为从问题面而言强调需求导向、从协作面而言强调开放合作与多元协作、从制度整合而言强调统一统筹管理、从治理工具而言强化监督。
相较于国外公私协作基金，我国在基金管理上同样也具备自身特点，即管理的高效率性。基金委作为专业的基金事务处理机构，可以通过其组织架构掌握基金项目的申请、实施以及监管等各个环节信息，处理效率较高；同时，基金委以自身的信誉以及机制为保证，可以吸引较多的不同领域的出资者加入，因此可以进一步联合社会其他出资者，扩大联合基金的规模，保证基金的有效发展。我国联合基金管理也在践行精准化管理理念，对不同性质的联合基金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如为关注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的有效联结，与行业部门进行横向联合设立行业联合基金，开辟国家从支持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的新渠道；或是关注科技对地方发展的有效服务，与地方政府进行纵向联合，设立区域联合基金，实现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从发展科学事业到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转向；或是关注企业的创新需求，与企业进行放射性联合，设立企业联合基金，以实现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联合投资公共品的新平衡等。通过合作共赢，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激励我国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基础研究，使联合基金在联结科学基金和我国经济社会重大需求、聚集全社会各类创新资源投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立足于本土积极吸收国外的制度经验时，总体而言需要继续关注两个层面。其一，在管理理念上继续推行精准化观念理念。精准化管理理念不仅是一个理念设计，更是一个在管理流程中的权利分配与争议沟通解决方案，在明确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属时也及时高效回应项目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二，在具体制度创新中结合本土的管理实践，有效吸收国外的制度创新经验。国外的制度比如服务外包机制、委员会沟通机制，都是根据各国各自的管理制度框架建构出来的，设立初衷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但如何有效地移植入进我国联合基金的管理方案需要更为通盘的考虑。一个可取的思路是，在现有管理思路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既有的联合基金管理框架进行有益吸收。比如就沟通机制而言，我国存有不同种类的会议机制，可以基于此进一步规范会议设置，既要对会议的主题进行规范，也要对会议吸纳的主体、会议召开的频率、会议形成决议的效力等进行进一步规定。
5  探索与建议：面向联合基金管理精准化之拓展
观察国内外联合基金管理实践，分析各自管理经验，良好的管理流程无疑是重中之重。如何优化管理流程，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策略，但有一个共同的管理实践观念，即推进管理流程的精准化。实现精准化管理主要在于两个维度：其一，建构出系统化规则，明确权属，通过程序化、标准化以及数据化等手段对整个管理单元进行流程再造，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精确、高效运行；其二，建构协作平台，协作平台是一个广义的沟通机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双向互动，即联合基金管理中所涉及的各利益主体能够参与进入这个管理平台之中，通过平台对管理流程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及时回应，又可以通过平台之中互动形成的各
种规范等对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基于此，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我国联合基金的管理方式优化：
一是进一步完善联合基金流程管理的规章规则。我国现有联合基金管理规范性文件相对疏于对联合基金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管理办法囿于其制定的时代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运行有一定脱节，另一方面也并未对重大争议的权属以及议事规则作出相对明确回应，在无形之中增加联合基金运行的制度成本。为此，可以通过系统性的建章立制或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予以修正补充，完善既有的规则体系。完善的目标是要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诉求，各国的科研合作项目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有所不同，但对多方主体利益进行充分协调的努力基本都清晰可见。比如，属地项目需要协调与区域合作治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与企业的合作除了商业性视角，还需要契合地方和行业本身创新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对产业界人士意见的尊让，还是对多元共同治理模式的强调，抑或是对既有同行评议模式的大胆突破，都显露出对于多元利益平衡的高度重视。因为国情不同，在我国联合基金项目统筹分类的管理思路设计中，也需要加深对国情和制度土壤的剖析，尽可能将多种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纳入规范框架中，进一步厘定不同相关主体范围及其权责，协调相关利益者诉求。
二是建立优化流程管理的广义沟通平台。纵观在官产学研合作体系中取得重大成就并能形成长效稳定的体制机制的代表性项目，其往往能够充分考虑到国情，致力于通过具有可预期性的制度安排实现项目效益的最大化。但实现最大化效益不仅在于相应的资源投入，也在于流程管理的优化。优化管理的重要体现是健全不同利益主体的沟通机制，在有效沟通中及时、高效地应对管理流程中出现的争议性问题。或许目前对联合基金流程管理中的争议问题尚难以完全回应，但良好的沟通机制可以通过程序正义的方式化解掉不必要的低效，如国外的经验是定期召开不同咨询委员会会议、战略委员会等，通过充分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不必要的管理资源的浪费。我国联合基金可以进一步发挥联合基金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通过加强管委会的自主性运作机制的制度建设，回应不同主体在参与联合基金中的争议性问题，拓宽沟通渠道。
三是在明确不同主体的权限基础上，在管理流程中进一步优化“松两头、抓中间”的管理策略。具体而言，在指南凝练与项目管理等方面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拓宽联合基金参与者的权限；在知识产权收益分享阶段，针对不同联合出资方的属性、诉求等，丰富知识产权收益分享规则；在项目评审阶段，尊重联合基金既有评审程序的同时进一步明晰评审规则，并加强与不同联合基金出资方之间的沟通。
6  结论
为应对我国联合基金不断发展与壮大相应的需要，适宜的管理是不可或缺的。联合基金作为不同于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委托方的科学基金，在制度上存有组织架构创新、管理流程优化等需求，针对这些需求，参考与借鉴国际上类似我国联合基金管理的经验，本研究以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等为分析锚点，总结出以下管理经验：（1）在组织架构上强调联合基金以公司化或者研究中心方式运作；（2）在流程管理上强调制度创新，重视管理的规范依据与沟通机制的作用；（3）在成果分享上强调科研与商业化并重等。在具体的制度背后，可以进一步发现，国外类似联合基金的管理经验与制度设置相对淡化主体的权益争论，关注的是流程管理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分配，同时也关注基金运行中的沟通问题回应机制，而这也契合于精准化管理理念。
 我国在积极吸收国外的制度经验时需要关注制度融合的本土性分析，一方面在管理理念上继续推行精准化观念理念，在管理中明确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属，关注权利分配争议时沟通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创新中需要结合本土的管理实践，有选择性吸收国外的制度创新经验，对管理流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有益优化。本研究对联合基金管理制度的优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未来需要围绕各具体类型联合基金的运作场景等进行深入研究，也需要进一步论证我国联合基金管理中具体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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